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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化与宗族的“外强 - 中干冶
———以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

李健民摇 董磊明

[摘摇 要] 摇 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路径,珠三角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形成“哥哥种地,弟弟进厂冶的“一
家两制冶式分工,从而在家族内部产生“穷哥哥、富弟弟冶的差异,割裂了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 这种经

济分化进而形塑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冶,包含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四个维度,造成宗

族内部普遍的关系破碎化。 同时,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加强组织的结构和规范,进一步意

外性地对内造成激化;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

区宗族的“外强 -中干冶这一特殊的动态结构。 其结果是走向貌合神离,结构与功能并不一致,甚至产生

某种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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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七大战略之一,同时也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

要举措。 振兴过程中主要将面临什么问题、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是其中的关键。 前者往往指向人口

外流、文化萎缩、资源稀缺等等,经济落后和原子化严重的西部农村被认为是振兴的重点对象[1 - 2]。
反之,一个简单的预设是,经济发达以及宗族强大的地区则前景光明,被认为是可倚重和动用的资

源。 按此推论,珠三角农村应该是振兴基础最扎实、发展困境最少的地区。 但如果我们仔细进入宗

族的内在联结,需要追问的是,宗族内部是否不存在分化? 宗族成员间又是否具有充分的能动性?
关于宗族的运行机理需要研究者和治理者清醒客观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将构成乡村振兴的重要

理论基础。

一、当代宗族研究的视角切换

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不仅是多个家庭和家族结成的组织单位,同时还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

等多种功能,既是制定、执行族规的政治共同体,又是举办公共活动和实行家庭救济的经济共同体,
还是一个家族意识形态共同体。 其与国家治理中的儒家传统形成同构效应,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超

稳定结构[3]。
20 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与人口流动使宗族遭受连续的冲击,尤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政策

和意识形态层面都对其重点打压。 学界对此始终保持关注,有关论争也一直持续,主要包括宗族是

走向衰落、蛰伏还是重建,宗族与国家之间保持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宗族对村庄治理和政治现代化

存在正面还是负面的功能等。
学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范式,第一是结构主义视角,将宗族看成一个自洽的整体,注重考察物质

和结构形态,即作为组织的宗族;第二是实践主义视角,将宗族看成由多个行动者组成的社会网,注
重考察行动、事件、关系等社会实践,即作为日常生活的宗族;第三是文化主义视角,将宗族看成一

个中国人的“生命体冶,注重考察作为观念的宗族。



(一)结构主义视角:作为组织的宗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取缔宗族,包括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社会

实行直接控制,消除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体系;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将家族组织赖以存续的物

质要素如族田、宗祠、家庙等予以化解;通过破旧立新的文化运动将家族组织的符号象征如家谱、族
旗、楹联等予以销毁[4]。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以组织的幻灭为标志,国家结构性地瓦解了宗族共同体,使其不复拥有作

为乡村社区生活核心的支配作用[5 - 6]。 王沪宁更进一步指出,在地主被消灭后,家族文化失去了主

要动力,家族组织的治理功能不复存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创造了不同于家族的组织,将农民历史

性地纳入跨家族的集体之中,更削弱了家族的功能[7]58 - 60。
相反,在改革开放后反而重新生发了滋养宗族的条件,其组织形态与国家治理存在结构性或功

能性适配。 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重新取代集体劳动方式后,由于正式支持机构尚未建立,同村

村民尤其有血缘联系的宗亲家庭成为农户首要的求助与合作对象[8]。 人民公社这一国家权威的

退出及村委会的设立,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宗族势力的维持和保护[9]。
近十年,大量关于宗族复兴的研究开始兴起,他们判断改革开放后宗族走向重建,这是由于在

正式产权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宗族能为农村地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后者免受掠

夺[10]。 同时,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其构成村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一个替代性组织选

择[11]133。 也正因为对于宗族组织功能的过于关注,在宗族复兴的讨论中大量的外显性指标被采

用,如蔡晓莉[12]、孙秀林[11]143都以是否有祠堂或是否有多个祠堂作为衡量的标准。 肖唐镖[13]则将

宗族重建的标志界定为宗族的组织机构、制度规范,以及修谱、建祠等宗族活动。 其中隐含的预设

不言而喻,即制度和结构的重建代表了宗族的实质性归来。
(二)实践主义视角:作为日常生活的宗族

与结构主义关注宗族组织的制度、规范与功能不同,实践主义关注宗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打交道、如何联结以及如何组织起来。 有趣的是,两者结论截然相反,后者在对经过宗族的事件性

考察后,认为宗族在计划经济时期得以蛰伏与绵延,在改革开放之后反而才真正走向瓦解。
这是因为作为中国农村传统居处形式的亲族聚居,在集体时期并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而且对

农民流动自由的严格限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亲族聚居[14]。 其次,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

经济变革下,人们在个体安全方面实际可以依赖的保护者也只能是传统的关系网络尤其是家族网

络[15]42 - 43。 唐军通过对这个时期华北地区的观察,深化了这种发生机制,他发现家族成员在日常生

活中会利用甚或制造某种突发性的生活事件,来扩展自身利益并促成家族生长,包括确认家族结

构、彰显规范、明确边界[16],从而实现了家族的蛰伏与绵延[17]。 王朔柏等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

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其中一个新机制是在以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化政策下,人们以宗族的非正式

网络在正式组织中重新组合在一起[18]。
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宗族才开始真正走向瓦解。 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之后,农户个人和

家庭的利益得到肯定,并为家族生长涂抹上了日渐浓重的理性化色彩[16]。 王朔柏和陈意新则将之

称为“公民化冶进程,即改革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让农民以法律而

非宗法来保障安全,以市场机制而非宗亲合作来实现富裕冶。 同时民工潮使很大一部分宗族丧失

中坚力量,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所取代[18]。 遗憾的是,这个视角在解

释改革后的宗族变迁时,注意到了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冲击,但没有如考察集体时期般深入揭示

机制,同时在宗族内部经济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很多研究者沿着该脉络后续展开,使
其在解释性和影响力上让位于结构主义。

(三)文化主义视角:作为观念的宗族

文化主义视角同样认为,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使农村中的家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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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被迫解散,宗族仍尚未真正走向瓦解。 不过他们依循的解释路径是政治运动没有摧毁宗族的文

化观念和深层结构,即实际上农村的家族意识和家族文化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文化性内在关联依

然紧密,只不过是由显性状态转入隐性状态。 曹锦清等通过浙江农村的调查就指出,宗族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并未因宗族制度的摧毁而消失,它在农村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19]。
影响更为巨大的是钱杭和谢维扬对宗族的判断,他们强调采取文化人类学的“主位方式冶,认

为宗族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20],
“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爷的需求———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冶。 即使在改革开放

之后,汉人宗族的本体性意义也并非与现代生活概念格格不入,其真正合理的前景,也许应该是逐

渐自愿地消除其残余的强制性,在保持自己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

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21]。 不过,文化主义视角在当代宗族研究中并不多见,且对

其他路径始终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力。
(四)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和背离:迈向一种整体性视角

上述视角使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到宗族的多个侧面,同时也展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悖论,计划经

济时期宗族既瓦解又蛰伏,改革开放之后则仿佛既复兴又衰弱。 对宗族的这一矛盾解释,很可能源

于结构与功能的混淆。
结构主义隐含的共享前提是,拥有规整性外部结构的宗族必然拥有内部的团结和行动能力,并

发挥出相应的外部效应,即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宗族冶必然是“强团结冶。 然而静态的结构与动态的

能动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等同关系。 “结构限制常常是策略性地运作着;结构不是绝对的、无
条件的,而常常是时间性的、空间性的、能动性的、策略性的。 类似地,能动者是反思性的,能够在结

构限制下重新阐明自身的身份和利益。 并且,能够在他们当前的处境中进行策略计算冶 [22]。 杰索

普的论断表明,单一的结构性视角可能存有严重局限。 相反,文化主义往往脱离于结构,实践主义

则经常能看到行动与结构的跳脱与多元,但二者可能都会低估来自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压力及其社

会后果。 因此,超越于强弱兴衰的争端,不如说宗族只是在某些维度变强了,在某些维度又变弱了。
总体而言,要揭开当代宗族的“原貌冶,只有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找回实践主义视角,并将文

化主义贯穿始终,即融合三种视角,结合结构与能动性两方面合理地看待宗族问题,关注结构与行

动者间的互动关系。 同时,在现代化大背景下,需要引入第四种视角:分化或阶层的视角。 经济分

化使宗族的成员间产生异质性,进而影响成员间一致性的观念和社会联结,是完全不同于前现代时

期的,其与人口流动一样构成了宗族的致命性切割。 本文以改革开放后的珠三角地区为例,观察当

代宗族在经济分化之下外部结构与内部联结的变迁,以及二者在互动下走向何种样态。

二、珠三角农村的经济分化过程

(一)“三来一补冶与经济起飞

改革开放后,得益于邻近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的开放政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
珠三角地区充分调动各级积极性,推动“四个轮子冶一起转,即市县、乡镇、村、社四个层次共同推动

乡村工业化[23]。 其中村社两级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充分利用掌握土地资源的优势招商

引资,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冶企业,或将土地出租给投资者,或直接盖标准厂房出租。 “三来一补冶即
“来料加工冶“来料装配冶“来样加工冶和“补偿贸易冶。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原料在外、市
场在外,珠三角的工厂只是外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村集体主要赚取土地厂房租金和工缴费[24 - 26]。

不过在当时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企业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三来一补冶企业帮助珠三角迅

速完成了工业化。 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吸引外资企业大量涌入,短时期内各种加工制造企业布

满在珠三角土地上,使其成为“世界工厂冶。 外来资本在珠三角设立生产加工基地,获得的部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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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通过工厂租金和工人工资转至珠三角农村。
尽管工厂和企业基本都来自外资,但开始之初这些投资大部分源于从村庄出去的港商。 他们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过重的劳动负担,结伴偷渡到香港,改革开放初期重新回来村中办厂,或亲自

经营或让留在村里的兄弟操办,因此与村庄还有很多盘根错节的关联。 而这样的一群人将直接影

响招工的筛选机制与用人方式,从而引起宗族内部一些意外性的变化。
(二)兄弟间的意外性分化

“三来一补冶企业给珠三角农村带来了经济起飞,并由于职业收入和出租屋收入相应地带来了

经济分化。 但经过对珠三角村庄的长期调查发现,一个较少被关注到的现象是,珠三角农村这种分

化普遍存在于兄弟之间,这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之初,招工的筛选机制以及家庭内部兄弟间不同分工

所导致的。
当时村里普遍实行工厂定额、村委主导的分配制。 港商回村办厂,一般找的是关系最近的亲

戚,但人数又不足以支撑工厂运作,且想惠及宗族里的村民一起赚钱,所以找村委组织村里的年轻

人进厂打工,他们一般都是家里较小的孩子。 长子或年龄较大的由于已经承包了很多田地,一来当

时无论什么职业都要将收入上缴给父母,也没有长远眼光看不到进厂打工的明显好处,二来即使想

进厂也不能对承包不久的土地置之不理,所以基本都留在家里种地;较小的因为之前没有分田,且
还不太熟悉劳作,恰逢工厂兴起的的这段时间便顺利成章地摆脱土地的束缚,或进厂打工,或做些

小生意(例如生活用品、服装鞋帽的买卖)。
因此,工业化之初,珠三角家庭普遍实行“一家两制冶,即“哥哥种地、弟弟进厂冶,从而在一个大

家庭之中出现“工农分割冶的格局。 由于当时普遍不分家,兄弟之间在整个大家庭内只是处于一种

劳动分工状态,因此隐藏在他们背后逐渐发生的经济分化在这阶段没有展现出来,也没有产生多大

的实际影响。 同时由于当时父母权威大,他们通过收取和统筹子女们的收入完成整个家庭的脱贫、
改善和置业,从而实现生活发展和经济起飞。

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普遍的土地征收,原先种地的哥哥们也被迫走向市场,由于已经落下技

术基础和社会网络,相比他们的弟弟,只能做一些门卫及司机等工作,如果也进厂打工甚至可能成

为弟弟的下属。 与此同时,家庭结构也发生变化,原来“工农分割冶、密切合作的大家庭开始瓦解成

一个个独立的核心家庭,即分家越来越普遍,且一般小儿子们和父母搬到新盖的房子,大儿子们留

在老房子。 前者是大家庭中父母依靠家庭分工共同积累的资本所建,但最后却未平均分配。 分家

之后年长的儿子由于普遍收入较低,而且还要住条件较差的老房子,成为了吃亏的一方。 与以前分

家后兄弟之间都是基本均质的状况相比,如今分家后他们无论经济潜力还是可调动的资源,都反而

不如在大家庭中。
这样一种家庭结构的变革叠加经济能力的差异,促成了家族内部兄弟之间更显著的分化。 经

济能力本身就更强的较小儿子可以摆脱对其哥哥的“反哺冶进一步壮大,年长的儿子则仿佛被只身

抛入市场经济之中,这促成了兄弟间进一步的显著断裂。 由此,每个小亲族内部基本都呈现出“穷
哥哥、富弟弟冶的格局。

(三)资本效应下的阶层固化

随着工厂的积累和大量外来工的涌入,珠三角村民的收入主要分为三项:第一是职业收入,差
距主要体现在老板、高级职员以及普通工作者之间;第二是集体分红,一般来源于土地或工厂租金

以及集体经营的物业收入,主要体现在村与村之间,村民一般每人一股,差距只体现在家庭人口数

量,总体差距并不大;第三是出租屋收入,此类收入体现在土地资本的差异。
招工的筛选机制导致一个家族内部亲兄弟之间产生了职业分途和资本分化,而这恰恰又对应

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分层的两个新规则,更加强化了兄弟间的经济差异。 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按劳

分配之后,首先基于技术和管理要素,职业本身的差别,足以替代勤和懒形成的分化;其次资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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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中开始起重要作用并使差距成几何式增长。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原先种地的哥哥们被迫

走向市场,从事的要么是门卫和清洁工等低薪职业,要么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工资远不如在管理

层的弟弟们,再加上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资本积累能通过投资土地和房子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从而

导致马太效应,更加固化了“穷哥哥、富弟弟冶的格局。
由此,经过在珠三角多个农村的调查,在经济分层上村庄内部普遍形成三类阶层:第一是富人

阶层,约占村庄总人口的 20% 。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一般是与港商老板关系较为亲密,首先进入

工厂并随后提拔为高层的一批人,此外还有一些凭借闯劲做生意并取得成功,以及凭借文化资本和

社会资本在机关单位工作的,都能积累足够经济资本抢先购置村里的优质土地,拥有三四套出租屋

和上十个铺位,年收入能达到几十万元。
第二是中产阶层,约占村庄总人口的 50% 。 他们在限制建房和禁止增高前已经购置新土地,

从“种田冶到“种楼冶,这些土地与分配的宅基地一起被建起了至少一两套出租屋,在 2010 年左右一

栋三层出租屋的租金收入基本能达到几万元,加上一般人均每年至少万元以上的集体分红,他们可

以不工作也衣食无忧。
第三是穷人阶层,约占村庄总人口的 30% 。 他们在禁止建宅基地前没有积攒到足够的资金购

置新土地和兴建出租屋,现在仍需要做门卫、司机或进厂打工维持生计。 这部分人相当一部分是年

长的儿子们,正如前文所述,他们在改革初期被迫留在家里种地而放弃了打工的机会,并进而丧失

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投资的能力。
总体而言,阶层分化呈现出两个主要原则,第一是跟港商老板血缘圈层更近的人更富有,第二

是与之血缘相近(同一个圈层)的情况下由于家庭分工问题,弟弟比哥哥更富有。 前一种情况造成

家族间的分化,而后一种情形则直接割裂了家族内部,尤其哥哥们对此心里并不服气,因为这种分

化是由于工业化初期完全人为的切割,在他们心中没有多少合理性,感觉很“冤屈冶。 更为致命的

是,第二种分化是发生在最密切、最强烈的社会联结之间,这对社会的切割比传统时期家族间的贫

富分化更为可怕,因为兄弟的离心离德或大家庭内部关系的松解,是涉及根基式的崩坏,必然带来

整个宗族的分崩离析。

三、不对等格局:宗族内部的分化机制

经济的分化不仅单纯在经济维度对宗族产生影响,还会作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宗族

成员间一系列的不对等。 从社会联结的角度,传统社会可被认为是一定场域内相对均质也彼此对

等的存在状态,虽然群体之间有森严的等级和差别,但群体内部的各个行动者是基本同构的;经济

分化的后果恰恰揉碎了这种同一性,使原来彼此对等的关系转为一种普遍的不对等,并因此对社会

关联形成致命性的改造。
(一)人情交换

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村庄形态仍是基本同质的结构即涂尔

干所说的环节社会[27],保持着一种均质的互惠,即今天的帮忙总会在不久的某一天得到被帮对象

同样的帮助或回报,就算在借钱方面,借的数额有限,基本都能还。 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化才真正

将原有的社会形态彻底撕裂,现在是有差异了、纵向的社会形态拉长了,但是大部分人还保留着原

有的观念,仍然用旧有的原则处事,这部分人因此被动地或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些人口中所谓自私

的人。
这里面的机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数额与利益呈现出几何式的扩大,涉及金钱和利益的事

情已不再是小事和平等的事,也就是数额巨大的“好心事冶不再是轻而易举,且富人向穷人要的人

情能够还、穷人向富人要的就不一定能还了。 这使得社会形成一种非对称的利益格局和结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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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开始给自己划界,差序格局中向外扩散的圈收缩了;而穷人阶层仍然当亲戚们是“自己

人冶,无论好事坏事首先想到的都是他们。 这背后就是“社会冶,“社会冶让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一切

都顺理成章,“社会冶在背后推动着他们占富人的“便宜冶,小到一顿饭、一份工作,大到几万块、几亩

地。 在穷人的处事中,依然是传统的一套价值观,在他们眼里,向亲戚要利益不是占便宜,而是分享

便宜。 中产阶层也并不是不愿意提供帮助,但他们害怕一次次主动的善意帮助变成必须承担的负

累,害怕一件想做的事情变成必须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与传统社会均质的互惠(今天的借钱、帮忙和人情总会在不久的某一天得到被帮对

象同样的还予或回报)不同,经济分化后数额巨大的“好心事冶不再轻而易举,且富人向穷人要的人

情能够还、穷人向富人要的就不一定能还了。 人情或借贷成了单向的给予而非互相帮忙。 在阶层

间不对等的人情交换中,长期处于亏欠状态的中下阶层将交出对他人优势地位乃至权威的认同。
(二)生活面向

由于成长经历的不同,阶层之间不仅在经济收入及相应的社会交换中产生差距和不对等,他们

所处的社会网络也不再同质。 工业化之前,村民生活面向都在内,必须在村内一起互助合作才能维

持生存与生活;而如今,中上阶层由于青年时代开始就投入到工厂或生意上,交际圈往往已经超越

家族,建立起各种与同事、合伙人乃至村外人的联系。 穷人阶层在中年之前都主要活动于分配的一

亩三分地,故还守在原来的老圈子。 由此你我还共坐在一张“桌子冶上,但已然不在一个“平台冶。
更大的差别在于,穷人仍然依附于整个家族,尤其依附于家族里的中产阶层,因为处于顶端的

富人阶层已经搬离到村外居住,很多主动与村庄的人进行切割,如以各种理由不参与集体的聚会和

祭祀。 当家族里的穷人仍将自己的前途与发展寄希望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家族时,中产阶层却开始

走向另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并能在这个社会网络中较为独立地维持自己的生活。 处于中上

层的精英在工作或生意上多有来往,他们有彼此引荐、扩展网络的需求,或者有共同的爱好和指向,
能一起去旅游。 中产阶层经常和一群富人喝酒聊天,偶尔才和穷兄弟聚聚。

中上层与普通层之间的交往圈有互相分离的趋势。 穷人阶层则仍然只在原来的小圈子活动,
上层的富人在镇域范围经营起庞大的政商关系网,后者用于交往活动以维系更大圈子的成本通常

是前者负担不起的。 打牌、搓麻将等他们也很少参与,牌局之大是一方面,聊天时经常谈及的购物、
旅游、买房等事情使他们受到很大刺激。 由此构成的一个循环是,穷人阶层由于排斥这些象征资本

的竞争,交际圈会越来越小,更加不愿意接触。 一般只有家族关系能让不同阶层聚集起来,但即使

在一起,这种场合下穷人也往往比较沉默,一是早年长期务农的性格不及其他人活跃,二是相对封

闭的阅历和经验让他们难以赶上话。 他们成了村里“办不了事、说不起话冶 [28] 的人,在参加酒席乃

至选举等公共场合中,也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不太会高谈阔论而是选择沉默寡言。
因此,不同阶层间就业与收入乃至习惯和爱好都呈现出多元化和异质化的趋势,不同层级间村

民的互动情境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者交往时的心态变得异常脆弱。 以前村民们

互相挖苦取乐是很平常稀松的事情,且往往是“无意识冶的,大家不仅不会怪罪,反而感情更进一

层,即使偶尔恼羞成怒别人也一笑了之。 但是,在收入急剧分化之后,闲聊时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便

可能是深深的伤害,在穷者眼里,这种玩笑是鄙视,是不尊重,是富人的显摆和高傲;而在富者眼里,
这是穷人心理不平衡,找准机会冷嘲热讽故意出气[29]。 穷人与富人在一起说话时的分寸变得难以

把握,气氛经常变得凝重。 亲戚间的争吵往往是因为众多小事而生发出难以抑制的“气冶。
(三)意义世界

经济分化对村庄社会的切割不仅是经济能力和生活面向的切割,对不同个体的意义世界也进

行了区隔。 分化之前,封闭社区内村庄成员共享一个公共空间以及这个空间之上的意义世界,彼此

的意义和价值是相对一致的。 由于发展的滞后性,穷人的记忆和意识仍然在村里,与传统类型的取

向较为相近;在市场经济中发家致富的富人长大后相当一部分记忆已超然于村庄,两者可能只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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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一些儿时的记忆以及生活世界的情感诉求。 不同人群的意义世界逐渐分开,只在生活世界的逻

辑有所重合,尤其在经济层面的意义维度中可能已经是“陌生人冶。
在理想类型之中,传统中国人的生命意义依托于宗族的延续性,“(族)向各个成员保证,在他

们需要的时候可以从集团和各个成员个人那里获得援助。 贫穷者向‘族爷寻求保护,而富裕、著名

的人物则从中祈求一个安全装置,以免丧失其社会和经济地位。 ……‘族爷越大、越繁荣、越凝聚,
对所有的成员就越有利冶 [30]78。 在此之上,族内的人以“归属体系—传宗接代冶的模式体验生命存

在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以及对“祖先—我—子孙冶一体的想象,进而生发出集体

情感和集体意识[31],并在祭祀祖先和生养男嗣后裔之中,获得亲属结构中应有的位置,从而实现生

命意义的超越。 综合起来,宗族对于传统中国人有经济性保障、情感性相依、宗教性超越三种意义

或价值。
这三种意义在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遭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打击,但普通百姓仍然以独立于知识

分子的方式生活在充满意义的世界里,真正的危机发生于充分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之后,也即宗族成

员被分散性地抛入市场经济。 显然,中国人不再是“即使没有像美国人想象的那样发财,但如果他

上有父母,下有儿孙,那么其生活同样是满足的冶 [32],或者仍然把家族的延续与兴盛当作个人追求

的价值和意义。 但对于穷人而言,家人或宗族仍然是一根“救命稻草冶,家族里有人在政府机关当

高官或是工厂的大老板,也就是一个强大的宗族能使他们得到安全的确信和生活的满足。
在穷人眼中,依然能感受到许烺光所描述的,“宗族能够满足其成员的各方面需求,包括物质

性的保障和社会性的需求,它也就成了成员附着的归属。 ……在其中他享有某种在这一集团之外

享受不到的安全连续和持久的地位,因此他较之其他许多社会的普通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

确信,从而更能悠然自得的生活冶 [29]2。 但对于中上阶层而言,他们已然不再从宗族的序列中获得

经济安全感或安生立命的保证,而是通过自己奋斗得到的资本和在业缘的社会网络中,或者转而依

附于大资本或大企业。 他们人生的意义也变成挣更多的钱,在和别人的比较中能过更靓丽的生活。
(四)彼此期望

差异化的意义世界同时对应着彼此期望的相悖。 富人对穷亲戚已经没有了很高的期待,需要

求助时比如借钱、办事、处理纠纷等,潜意识里并不会想起他们。 在农业经济时期村民间还有互帮

互助的责任乃至必要性,如今无论事实上的能力还是观念上的意义感知,他们也确实都不再“被需

要冶了。 但反过来,观念的力量使穷人仍然保持对富亲戚的期待,遇到困难时首先还会想起他们。
进一步而言,这些相斥的期待还建立在各自认同的“正当性冶上,即各自都认为自己的期待和要求

是合理的、“天经地义冶的。
在传统血缘的观念下,血缘地缘内部的“自己人冶关系是一种互为义务的社会关联。 “德业相

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冶是乡约的主要内容[33],相互之间要求提携、帮扶、救济、体谅、宽
忍等,在交往中讲究血亲情意和人情面子,讲究做事不走极端、留有余地,这也是前现代时期的生存

状态下必须要求的,其历史记忆构成了中下阶层的观念底色。 中上阶层也不是完全不认同这种关

系,但他们对家族价值的期待已经并不高,也并不期待从中得到多少东西,更多保留的是对情感的

皈依。
当期待中的让步与扶持没有如期而至,而且容易被理解为是“占便宜冶“依赖思想冶,甚至对方

以某种道德话语如“自力更生冶“自食其力冶予以回绝时,穷人阶层产生心理落差,阶层间关系破裂

的种子也被悄然埋下,公开翻脸只需要再有一个导火索。 由于不同阶层村民的互动情境发生了微

妙的变化,尤其是条件较差者交往时的心态变得异常脆弱,社会联结的破裂归结起来源于日常生活

中的一些小事所积累的“气冶。

·79·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李健民等: 经济分化与宗族的“外强 -中干冶



四、“外强 -中干冶:一种特殊的动态结构

如上所述,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在阶层间构成了不对等的状态,形塑而成

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冶,同时在宗族强大的珠三角地区,这四个维度却又镶嵌在要求对等期待甚至

兄长更具权力的宗族场域之中,即当上层与上层的村民结成圈子,中层与中层交往频繁,原有的亲

属关系又把不同层级的圈子拴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一种强烈的张力。 这种张力的结果是,穷人一次

次的索取终于使期待不再的中上阶层产生对穷人“自私化冶的感觉及相应的抵触行动,而富人的每

次拒绝乃至不经意的行为都使穷人产生挫折感并将之归于富人的高傲、显摆及自私。 这些情绪化

的感觉最终使客观的社会联结产生质变,从而构成宗族内部破碎化的起点。
同时,与成员间日常性社会联结相对,强结构与强规范是宗族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正如下文要

展开的论述所示,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强化组织,其客观存在很可能对这种已然破碎

化的关系造成意外性干扰,从而进一步激化内部成员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

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 - 中干冶这一特殊的动态

结构,并带有持续循环的趋势。
(一)破碎化的“强冶宗族

不对等格局的张力集中体现在了村民的两类矛盾中:一个是出租屋,一个是借钱。 在第一个矛

盾中,新建的宅基地上地块位置和面积是固定的,地块之间的通道宽度也有明文规定,但骑楼二层

以上凸出来的部分则没有限制,围绕谁家凸得多谁家影响采光等问题,即使五服以内的宗亲也吵得

比较厉害,而且恰恰是他们才更可能有交界的宅基地。
就第二个矛盾借钱而言,也更多地发生在宗亲之间,因为一般也只有他们才肯借,且大多发生

在穷亲戚向中产阶层亲戚的方向上。 由于村里大多数人都已住在了二三十万的房子里,穷人也被

迫如此,一是面子或符号资本的竞争;二是不这样做很可能就娶不到媳妇。 这样他们不得不向亲人

借大笔资金,一栋二十万左右的新房子可能半数以上的钱都是借的,而一般人家只要借个两三万就

可以了。
虽然借钱者也是迫于无奈,对于态度较好或者平时关系好的,被借的中产阶级也不会有太大意

见,但对于那些觉得“天经地义冶,尤其是急着需要他们还钱时态度冷漠的,借钱的事就加剧了相互

间关系的败坏。 人们开始了不信任和猜度,只有从“好说话冶“重感情冶的人那里才能较为顺利地借

到,而最后这些好人往往成为吃亏的一方,借出一遭却一个也收不回来,一次不借反被记恨。
由此,出租屋与借钱的纠纷致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发生争执和断裂,在宗族内部强整合下形成

了破碎化的个人关系,即一个强凝结的宗族内有诸多对兄弟交恶。 家庭和家族是整个宗族的根脉

所在,同时又是易碎的。 诸多兄弟的裂痕进而导致整个家族的,在外壳上看似强盛的宗族也将呈现

出外强中干的实质,毕竟作为细胞的诸多私人关系已经崩裂,家庭进而家族间也就难以组成团结一

致的宗族。
另一方面,在成员间日常性社会互动出现失衡的同时,作为组织的宗族与计划经济时期备受打

击相比,却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强大,至少在“外观冶上展现出一副日益强盛的样貌。 这是由于依托

于村庄的工业化发展,村内宗族的总体经济条件得以改善。 尤其在城市边缘被征地的村庄,得以分

享城市快速发展的“大蛋糕冶,村民通过分得多套回迁房,一夜间资产达几百万元,多个“土豪村冶得
以在珠三角诞生。

伴随着各种资源的注入,村集体的资产增值自不必说,这种情况下不仅有人为重修家谱积极走

动,各种理事会也逐渐增多,再加上几十年来国家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推动,祠堂也得以在政府

与积极者的主导下得到翻新和修缮,并在祠堂前开拓出更宽敞秀丽的广场供举行家宴和婚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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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举办都显示出盛大的阵势。 细分到家族之中,以我们调查的东莞 N 镇为例,大部分村庄已经

对村集体股份确权,家里老人即使去世后股份也会保留,子女们就用老人的股份分红逢年过节一起

聚餐,地点和形式往往不尽奢华。 同时,在物质条件支撑下,各种规范、仪式、习俗都得以保留和执

行,在珠三角地区很少发现有由于个别人的僭越,而过分扭曲和变异,如红白事等人情竞争并不激

烈,酒席、建房等不奢侈浪费等等[24]95。
(二)从“外强冶长出的“中干冶
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保持和强化组织的结构和规范,但对已然破碎化的关系,其很可能

造成意外性干扰,并引起进一步的激化。 这是因为在强规范之下,尽管人们面对破碎化的亲属关系

采取了或怨恨或激进的举措,红白事、祭祀、拜年等家族“聚会冶时依然会被聚拢起来———毕竟夫妻

双方中总有心软的一方———不去反而才触犯社会的边界。 但宗族对建房、借钱等新近矛盾的规范

是空白的、缺席的,也就是出现了不损害集体利益情况而损害了个人利益的情况,掩盖了金钱对社

会关联的危害。 结果仅仅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恶化,踩着边界的人在家族和社会方面仍然不太吃

亏,甚至能得到同情,“我穷我有理冶。
这样便出现一个悖论:越维护反而越破坏宗族的团结。 相互斗气的兄弟或妯娌双方迫于家族

的传统和规范必须在对方的红白事上出席,且在拜年、祭祀等活动中见面甚至分工协作,要在外人

眼里显得光彩,但家族又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这种情况下的互动反而促成了他

们更多的偏见和争吵。

图 1摇 从“外强冶长出的“中干冶示意图
摇

家族“好心办坏事冶的意外后果根植于早

已破碎化的个体化关系,其实质上镶嵌于一个

更深的悖论:宗族性越强反而越容易加深破碎

化的个体间关系。 与北方小宗族相比,南方大

宗族更容易发生借钱的纠纷,因为只有具备强

规范强关联的大宗族里才更会借出数十万的大

金额,也就是说,这里面内在的机制是在阶层分

化的背景下越亲越要借(而且还是借的大数

额),越亲越可以不还。
上述两个悖论叠加的后果是一种恶性循环逐渐形成。 由于宗族规范强,家族成员间在借钱等

方面借人情容易,同时赖人情不还的事情也能倚仗彼此的强关系而经常发生,从而导致众多私人间

的交恶。 家族面对个人关系的破碎化,碍于家族的“面子冶,不想让外人看到内部的离心离德,总是

动员他们在红白事、祭祀、拜年等家族“聚会冶上继续出席甚至继续合作,但是由于彼此的纠纷无法

在家族的场域得到解决,互动的增加反而只会加强彼此的偏见,白眼与争吵越来越多,从而可能会

有人呼吁更强的宗族规范或宗族对个人的更多干预,并导向下一轮的循环。
其中,执行强宗族规范或进行家族感召的人格化载体名义上是家族中的长子,实质上往往是部

分仍住在村里或者还与家族交往较密切的富人弟弟。 这些在经济场上获得成功的人士,并不想看

见家族的凋零,离心离德将让他们感到丢脸,这份个人成就感的追求同时夹杂着自小带有的家族情

感,使他们常常背地里支撑着家族的维系,并管理着家族向外的印象整饰,为此甚至在一些场合会

责怪兄长在组织家族活动上的“不作为冶。 例如,节假日聚餐时人来得不齐活,他们“提醒冶兄长作

为一家之子为什么要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承担过程中又需要怎样的忍辱负重。 由于他们年纪轻轻

就开始打工或做生意,故思路活跃、能言善辩,往往能用巧妙的话语说得兄长无言以对。
因此,宗族的“外强 -中干冶分为“外强冶和“中干冶两部分,前者指外部规范结构,后者指内部

团结能动性,两者之间发生分离且存在动态关系,即强结构、强规范的宗族内部存在诸多破碎化的

个体间关系,而一方面这种“中干冶是由“外强冶意外性导致的,因为在关系已然存在缝隙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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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性越强反而越容易产生干扰,如借钱上越亲越要借(且借的数额越大),越亲越可以不还。 这

种情况下宗族越维护反而越破坏宗族的团结,相互斗气的兄弟或妯娌双方迫于宗族的传统和规范

必须在对方的红白事上出席,且在拜年、祭祀等活动中见面甚至分工协作,但宗族又没有很好的办

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这种情况下的互动反而促成了他们更多的偏见和争吵。 但另一方面,如
下文所述,“外强 -中干冶的另一个方向是,宗族维系的存在很可能也让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

避免。
(三)遏制“中干冶的“外强冶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伴随的资源注入,宗族在外壳上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强化,这些外在要

素尤其包括规范结构虽然一方面意外性地导致个体间破碎化,同时又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持续整合

并维持内部的弹性,整体性的宗族不至于完全瓦解为一个个独立个体。 也就是说,中产阶层虽然与

部分穷亲戚关系紧张但还是会借钱给对方,穷人虽然在族内地位不高且可能处处受气但也没有完

全退出宗族的公共领域。
正如上一节所言,部分仍住在村里或者还与家族交往较密切的富人弟弟是宗族规范的人格化

载体,并常常依靠灵活的头脑和话语说服兄长们放下个人的恩怨、“顾全大局冶,对长子提及“家族

责任冶,对穷一点的兄弟提醒他们要“顾及恩情冶。 虽然过度整合会意外性导致相反效果,但也同时

激活他们尚存的宗族意识,不至于完全割裂,这种宗族意识甚至还在下一代继续得到灌输和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各种仪式的保留甚至强化,如祭祀和红白事等,使得传统是“可触摸的冶和“可共情冶的,
构成一种神圣感染。 同时盛大的祠堂外貌与家族聚餐等在潜移默化地灌输一种宗族概念和情结,
宗族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刺激人们留在宗族内部,仍然能保有一种本体性的认同。

第二,宗族的规范虽然缺乏应付新挑战的能力,但仍然构成一种牵制,是阻碍自由选择的结构

性变量,有时候人们的行为“不得不考虑它冶。 相反,在以人情作为社会最主要连接纽带的原子化

农村地区容易发生人情的变异,主要表现为人情的周期、规模、金额、对象等方面的总体性变化,其
实质是规范人情现象的法则由村落公共规则蜕变为个体偏好,后者大行其道从而直接导致人情的

变异[34]。 其实质是原子化农村地区缺乏超出个体家庭之上的结构性力量,公共规则因而缺少生存

和支撑的土壤。
同时,父母一方为家族的凝聚提供平衡机制。 30、40 后的一代父母对早年的兄长一辈进行补

偿,体现在遗产方面对他们的倾斜等。 而 60、70 后的一代父母,由于改革初期的原始积累以及对出

租屋等资产的掌握,父辈是一个有独立能力、能制约子代的实体。 他们握有家里的相对主导权,子
代仍然有所依赖。 不分家逐渐又成为一种常态,以血缘为纽带的体系得以维持。

五、结论与讨论

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路径,即依赖外资尤其是从村庄走出去的港商,珠三角农村在工业化之初普

遍形成“一家两制冶的分工,即“哥哥种地,弟弟进厂冶,从而在每个家族内部形成“穷哥哥、富弟弟冶
的格局,撕裂了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 这种经济分化进而形塑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冶,包含人情交

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四个维度,在互相情绪化的感性认识之中使客观的社会联结产

生质变,造成了宗族某种意义上的“中干冶。 同时,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强化组织的

结构和规范,对这种已然破碎化的关系造成意外性干扰,又进一步激化了这种“中干冶,但也因为宗

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 - 中干冶这一

“稳定冶的动态结构。
因此,从外在的组织形态看,珠三角宗族依然是强结构和强规范的,甚至在资源注入后生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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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更为雄厚和先进的物质形式;但在日常生活和能动性方面,受经济分化的冲击宗族内部已然发

生了普遍的关系破碎化,同时成员间的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作为观念的宗族

产生了分野。 总体而言,珠三角农村的宗族似乎走向貌合神离,结构与能动或形式与功能之间,并
不一致甚至产生某种背离。

不过,将珠三角宗族的研究结论外推到其他地区,可能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需要仔细分辨

其他影响因素。 温州、潮汕等地宗族同样属于沿海较发达地区,但与珠三角宗族相比,他们内部分

裂似乎没有那么严重[35 - 36],这很可能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后者在改革开放后以经商为主,面对

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市场,需要利用社会网络进行自我保护以及经济支持,进而在过程中产生自

我强化;而珠三角地区的宗族成员则在工业化之初直接分散性地进入市场,宗族不再如农耕时代般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和场所,从而为随后经济分化的切割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此对宗族的判断

需要分辨清楚什么情景下才真正有效,以及什么情境下宗族才能得到滋养。
同时珠三角的宗族现状也提醒我们,需要反思乡村振兴或乡村重建过程中一些简单的预设,即

需要恰如其分地留意宗族这个变量,不能只看高大上的祠堂和族谱等,就认为其已经实质性回归,
因为很可能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并不一致,是“外强 - 中干冶的,已难以形成非常有效的集体行动能

力。 在传统社会乃至计划经济时期,宗族构成了历史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着村庄乃至上级的政治生

态与运作。 而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宗族可能已然是虚妄的上层建筑和空中楼阁。 由此,乡村振兴

将难以把希望全部寄托于此,其对社会的发展可能只剩有限的作用。 这些资源在乡村振兴中也并

非没有作为,但要尽快细致地修复和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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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External Strength鄄Inner
Weakness冶 of Clan

———Tak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LI Jianmin摇 DONG Leiming

Abstract摇 Due to the special industrialization path, the rural area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generally formed a “one fami鄄
ly, two system冶 divi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elder brothers cultivated farms, younger brothers entered
the factories. Thus it brings up the condition of “poor elder brothers and rich younger brothers冶 within each family, which
splits the most intimate social relation. This kind of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further shaped a kind of “unequal pattern冶,
which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Renqing exchange, life orientation, meaning world and mutual expectation, causing the
general fragmentation of relationship in cla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ingly infused resources enable the clan to rebuild
and strengthen the structure and norms of organization, thereby intensify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ut because of the exist鄄
ence of clan maintenance, complete division or atomization is avoided, forming a dynamic structure of “external strength鄄in鄄
ner weakness冶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s the result, the clan is seemingly in harmony but actually at varianc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re not consistent, and even generates some kind of divergence.
Keywords摇 Clan;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Unequal pattern; External strength鄄inner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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